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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执行控制包括抑制、转换、更新等心理功能，对口译信息加工和认知精力分配具有重要调节作用。通过

梳理口译经验与执行控制双向效应的相关实证研究，本研究发现了口译经验对于译员的执行功能有总体

提升作用，而译员的执行控制也对口译水平有显著预测效应。但是前期结论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一致性，

主要原因包括人口背景、二语经验和口译经验等因素造成的组内异质性、实验任务的多样性以及口译经

验与实验任务的不匹配性。因此未来研究在加强研究设计的同时应关注影响译员认知优势出现的关键调

节变量。鉴于口译经验中大量的语言、加工和社会语境控制需求，持续推进该研究范式不仅会对心理语

言学和认知语言学做出积极贡献，而且有助于厘清口译经验与执行控制互动关系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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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ecutive control (EC) includes the psychological functions of inhibition, shift and upd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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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others. EC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egulating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cognitive ef-
fort allocation in language interpreting. By combing through relevant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of interpreting experience and executive control, this review found that in-
terpreting experience has an overall positive effect on the interpreter’s executive functions, and 
the interpreter’s executive control also significantly predicts interpreting proficiency or per-
formance. However, inconsistency in previous findings also exists, mainly due to the hetero-
geneity of the demographic background, second language experience and interpreting expe-
rience in the interpreter group, the diversity of experimental tasks and indicators used, and the 
mismatch between interpreting experience and experimental tasks. Therefore, while strengthen-
ing research design, future attempt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se key moderating variables that 
affect the appearance of translators’ cognitive advantages. In view of the intensive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social contextual control needed in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the continued ad-
vancement of this research paradigm will not only mak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psycholinguis-
tics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 but also help clarify the true natur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
terpreting and executiv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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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执行控制(executive control)，又称认知控制(cognitive control)、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或注意力

控制(attentional control)，是调节目标驱动行为的通用认知过程[1] [2]。长期训练可提升执行控制：音乐家、

运动员以及包括口译员在内的双语者都被证实形成了可迁移的执行控制优势[3] [4] [5] [6] [7]。 
执行控制主要包括三大功能：①抑制干扰的能力(抑制)；②转换心态的能力(转换)；③更新工作记忆

表征的能力(更新) [2] [8]。另有学者将执行控制分为：①抑制能力；②工作记忆和③认知灵活性[1]。两种

“三分法”都包含“抑制”功能，而“转换”与“认知灵活性”只是命名差异，只有“更新”与“工作

记忆”在测量指标上有差异。 
Diamond 认为①工作记忆是②抑制能力和③认知灵活性的基础，②抑制能力基于①工作记忆，③认

知灵活性则依赖于①工作记忆和②抑制能力([1], p. 149)，三种基础功能支撑着计划、推理和解决问题等

高级功能([1], p. 151)。Miyake 等人也认为三大认知功能之间“和而不同”(unity and diversity)，相关性的

基础源于三者都需要“工作记忆来保持任务目标和其他相关信息处于激活状态”([8], p. 88-89) [2]。
Friedman 发现“抑制”是共有的执行功能(a common executive function)，与“更新”和“转换”的表现都

高度相关[9]。 
虽然上面的“三分法”将工作记忆视作执行控制的组成部分，但是在口译研究领域，颇有影响力的

巴德利工作记忆模型却把执行控制纳为工作记忆的子系统[10] [11] [12]。巴氏模型包括 4 大子系统：①语

音回路(存储和演练语音信息)；②视觉–空间画板(存储和演练视觉和空间信息)；③中央执行器(执行控制)；
以及④情景缓冲区(连接长期记忆，可缓存超出① ②容量的信息) [12]。因此，在口译研究中，工作记忆

被定义为“负责信息短期储存、维护和加工，以及对整个认知过程进行管控和协调的机制”([13], p.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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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执行控制隶属工作记忆。 
执行控制与工作记忆事实上密不可分：1) 完成工作记忆任务需要目标导向的执行控制；2) 完成执行

控制任务也需要任务相关的工作记忆[14]。本文暂不深究执行控制和工作记忆的术语交叉，按照[2]的“三

分法”对抑制、转换和更新三大执行功能进行评述，而口译经验与工作记忆的双向效应述评参见[15]。 

2. 抑制 

抑制功能一般通过 Flanker，Stroop，Simon，Antisaccade，Attention Network Task (ANT)等心动任务

来测试。在口译抑制优势相关研究中，表征指标包括冲突条件(incongruent)下的反应时和准确率以及冲突

条件与一致条件(congruent)或中立条件(neutral)的差值效应(“一致效应 congruency effect”，如 Simon Effect, 
Stroop effect 等)。效应越小、反应时越短、准确率越高，抑制优势越大。 

在前期研究中，[16]未发现职业译员在 Simon 任务上具有抑制优势。[17]也没有发现学生译员在

Flanker 任务中具有抑制优势。在[18]的纵向研究中，一个学期的口译训练并未促进译员在 Stroop 任务上

形成抑制优势[19]。在 Stroop 任务中未发现职业同传译员比高水平双语者更具优势[20]。在 ANT 和 Stroop
任务中都没有发现口译员比多语者更具优势。[21]在 Flanker 和 Simon 任务中没有发现职业译员比二语教

师或单语人士更具优势。[22]甚至发现，与笔译学生相比，口译学生在 ANT 任务中的一致效应更大、准

确率更低，而且口译训练对警觉网络的提升效果低于笔译训练，说明口译学生相对于笔译学生具有抑制

劣势，而且口译经验对于抑制功能的提升作用不如笔译经验；另外，[23]在硕士课程开始之前也没有发现

口译组比对照组在 ANT 和 Simon 任务中具有优势。 
前期也有六项研究发现了一定程度的译员抑制优势：1) [24]发现新手译员在二语 Stroop 任务上的表

现明显好于专家译员和双语对照组，说明译员年龄或技能阶段可能会对抑制优势的出现产生影响。2) [25]
发现职业译员在 Flanker 任务(中立和冲突条件下)的反应时与口译经验呈负相关，说明口译经验越丰富，

抑制控制的时间成本越低，抑制优势越大；但另一方面，口译经验与更简单的 Antisaccade 任务准确率却

没有相关，说明任务难度可能影响译员抑制优势的显现。3) [26]发现学生译员在 ANT 和 Simon 任务上的

准确率高于不平衡的双语者，但相比平衡双语者则没有优势，说明被试的二语水平对抑制控制具有调节

效应。4) [27]比较了二语水平较高的两组(高频转换组 + 低频转换组)和二语水平较低组在 Flanker 和

Simon 任务中的表现，发现高水平 + 高频转换组具有抑制优势，而高水平 + 低频转换组则没有，说明

转换频率可能也是抑制优势出现的重要调节变量。5) [22]发现，虽然口、笔译学生在 ANT 任务中的冲突

反应时短于专业译员，但是专业译员的准确率高于学生组，说明在职业译员的认知策略中，准确率是比

反应时更重要的标准，因此策略取舍可能会影响抑制优势是否出现。6) [28]胡敏霞和宋婷婷(2020)基于 61
名口译专业硕士学员在改良版 Simon 和 Anti-Saccade 任务上的认知表现，使用逐步回归模型发现两个抑

制任务的准确率和反应时能显著预测学生译员 25%以上的口译水平分数变化，说明抑制能力在口译技能

发展中扮演重要作用，指向了口译经验与抑制能力关系的另一方向。 
综上，关于抑制功能和口译经验的关系，译员年龄、技能阶段、二语水平，转换频率、任务难度、

认知策略等因素会影响译员抑制优势是否出现；同时更好的抑制能力能够预测更高的口译水平。再者，

部分研究存在样本不足和组间的年龄差异过大等缺憾。如[16]的组间年龄就存在较大差异，单组样本也不

足 20 人(译员组 16 人、36.3 岁；双语组 16 人、25.7 岁；单语组 16 人、21.7 岁)。 

3. 转换 

转换功能的测试通常采用威斯康星卡片分类(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 WCST)、任务转换模式(如
颜色/形状 Color-Shape Switching；加法/减法 Plus-Minus)、字母/数字排序(Letter-Number Sequencing)和心

https://doi.org/10.12677/ml.2021.92039


胡敏霞 
 

 

DOI: 10.12677/ml.2021.92039 286 现代语言学 
 

理不应期(Psychological Refractory Period, PRP)等双重任务模式。表征指标包括任务不同条件下的反应时、

准确率以及转换成本(switching cost)和混合成本(mixing cost)。反应时越快、准确率越高、转换成本和混

合成本越低，转换优势越大。 
首先，在 WCST 任务中，[16]发现，尽管译员组获取的规则总数与双语组和单语组无显著差异，但

是译员组发现规则的速度和准确率都优于双语组和单语组。[17]发现，拥有一年口译学习经验的本科口译

学生比双语学生(口译组年龄约大于双语组 1 岁)在 WCST 上表现出了更强的转换能力，而拥有两年口译

学习经验者在 WCST 上的表现则优于拥有一年口译学习经验者。[29]发现，与普通二语学习经验相比，

一年的口译学习经验显著促进了口译学生在 WCST 上的转换能力发展。[30]发现有一年口译学习经验的

英语专业学生在 WCST 上的错误率显著低于未开始口译学习的英专学生。 
第二，在 PRP 双重任务上，[31]和[32]都发现，同传组比控制组(仅有交传和笔译经验，但没有同传

经验)的反应速度更快、准确率更高、协调和转换能力更强。由于两个对比组都具有口译经验，所以这两

个研究揭示的是转换协调对于同传复杂信息加工的重要意义。 
第三，在颜色/形状转换任务中，[32]发现，同传组在混合成本(mixing cost)上显著低于控制组(交传 + 

笔译)，但在转换成本(switching cost)上无差异。[20]的研究结果与[32]类似：职业译员组也是在混合成本

上低于多语组，但在转换成本上无差异。不过，[18]却发现半年的口译学习显著降低了口译学生的转换成

本，然而普通双语及笔译学习则没有该效应。[30]发现有一年口译学习经验的英专学生在转换成本上显著

低于未开始口译学习的英专学生，但两组在混合成本上无差异。[33]发现：1) 本科口译组仅在单价

(univalent)的颜色/形状任务上展现了转换成本优势，而在双价(bivalent)任务上无优势(单价刺激是指仅包

含颜色或形状的刺激，而双价刺激是同时包含颜色和形状的刺激，后者难度更大)；2) 只有二语水平较高

的译员组才显示了边缘显著的混合成本优势，说明任务设计、二语水平及其两者的交互效应会对实验结

果产生影响。 
最后，在手语口译中， [34]发现 4 个学期的手语口译训练显著增强了学生译员在 WCST、倒数数字

广度和心动速度上的表现，但对字母–速度排序的任务转换速度无效应。[35]还发现，虽然阅读广度和倒

数数字广度都能显著预测前测和后测的口译成绩，但是任务转换和 WCST 分数不具备显著预测效应。 
综上，关于转换功能和口译经验的关系，前期研究也存在混合结论，其中凸显了口译模态(同传、交

传、手语)、口译经验(口译学生、职业译员)和任务指标(转换成本、混合成本)等因素的调节效应以及各

因素之间的交互效应。 

4. 更新 

更新功能通常通过 n-back (如 2-back 的字母或数字)任务来测试。表征指标包括更新任务中的反应时

和准确率。反应时越快、准确率越高、更新优势越大。 
横向研究方面，[25]发现职业译员的口译表现分数与更新能力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具体表征为

2-back 字母任务中准确率更高的职业译员在数字口译上的分数也更高，但更新准确率与数字以外的其他

口译表现指标无显著相关，说明更新能力与数字口译存在密切关联。[36]也发现同传译员在 2-back 上的

更新能力优于一般双语者。但另一方面，[21]在 2-back 上没有发现职业译员比二语教师或单语人士更具

优势。而且在口译训练开始之前，学生译员也并不具备更新优势[23]。 
纵向研究方面，[18]对比一学期前后的口译、笔译和英专本科生，发现口译训练能显著促进更新能力，

而笔译或二语(英语)训练则只产生了边缘效应或无效应。[37]复制了一学期口译训练对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更新能力的提升效应，而且一学期前、后测的更新能力都能显著预测学生的后侧口译成绩。[38]再次确认

了一学年前、后测的更新能力都能显著预测英语专业本科学生的后侧口译成绩，但口译组并未在一学年

https://doi.org/10.12677/ml.2021.9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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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出现显著优于对照组的更新能力提升效应。这三个研究来自同一研究小组，说明了学习时长(半年、一

年)和学生背景(英专、非英专)都会对更新功能的变化产生影响。 

5. 系统回顾和调节变量 

综上，前期研究在验证译员的抑制、转换和更新优势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不一致性结论。目前还

没有出现基于大量复制研究的定量荟萃分析(meta-analysis, [39]。在定性系统回顾(systematic review)方面，

[40]对 2011 年和 2016 年针对译员执行功能的 17 项研究进行了梳理，只发现了译员在转换和更新方面的

优势证据，而在抑制上译员似乎没有显著优势。本文在此回顾基础上补充了 2016 年到 2020 年的研究。

可以看出，在部分任务上(如 2-back，Stroop 等)已经出现了少量的复制研究，可尝试定量荟萃分析。然而

译员认知优势相关研究的总体样本量依然较小，亟需后期研究扩充，以增强合成研究(synthetic studies)的
结论效度。 

另外，由于执行控制是一般性和特殊性兼具的心理过程，而译员组和对照组在日常生活中都会调用

执行功能，所以年龄[41]、社会经济地位[42] [43]、运动[6]、职业[44]等人口因素都会影响被试的执行控

制。 
再者，口译组和对照组的被试经常都是双语者，而双语者对非目标语言的长期抑制训练可能会形成

“双语优势”[7]。按照抑制控制假设(inhibitory control hypothesis) [45]、适应控制假设(adaptive control 
hypothesis) [46]和控制剂量假设(control dosage hypothesis) [47]，双语者的控制需求越高，对执行控制功能

的调用越多，形成双语认知优势的可能性越大。因此，二语习得年龄[48]、二语水平[26] [49]、转换频率

[27] [50]等二语经验的不同会影响执行控制总量和水平。 
最重要的是，“译员”并非如“性别”那样是有限值的分类变量(categorical variable)，所以译员组内

存在大量与口译经验、口译水平、口译模态等因素相关的异质性；同时，即使在测量同一个执行功能时，

实验任务的类型和难度，被试执行任务的策略取舍，实验者采集的表征指标等因素也存在异质性；因此，

下面在前面三个小节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与口译经验和实验任务相关的异质因素以及两者之间的交

互效应。 

5.1. 口译相关因素 

第一、口译经验。前期研究中被试的口译经验(职业经验和学习经验)存在较大差异，包括从零经验的

口译学生、到接受过一些本科阶段训练(半年、一年)的口译学生、到研究生阶段(一年、两年)的口译学生、

再到有 10 年以上口译职业经验的成熟译员。 
[51]将技能发展划分为①概念形成、②控制执行和③自动执行三大阶段。阶段①的主导认知系统是元

认知，译员对执行控制功能的使用不足，这可能解释[23]研究的空值效应；阶段③的主导认知系统是表征，

译员主要依赖表征优化，且自动化会带来大脑结构性变化，导致对执行控制需求降低。例如，[52]发现经

过 15 个月的强化训练后，译员在同传过程中右尾状核的激活度明显降低。[32]也发现同传组的灰质体积

大于控制组，功能网络联结更牢固。[53]也还发现同传训练后译员的皮质厚度明显增加。 
因此，最有可能出现译员执行控制优势的是阶段②，即口译技能的控制执行阶段，译员需要频繁使

用监测、更新、抑制和转换等功能，从而产生认知优势。 
第二、口译水平。虽然口译经验与口译水平并非完全等同的概念[54]，但是目前学界基本上是用口译

经验来代替口译水平[39]。其中，[55]的荟萃分析发现，口译初学者相较于双语组无优势，而中级译员(包
括高级学员、新手译员)和老手译员之间也无差异，需要指出的是，该分析主要针对的是短期记忆和工作

记忆，执行功能方面仅包括了更新功能。但是，本文的文献梳理在抑制和转换功能也显示了类似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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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译水平是决定译员执行优势出现的关键变量。 
第三、口译模态。在上面的梳理中，已经看出同传、交传、手语、笔译、数字口译等不同的技能模

态会对不同的执行功能产生不同影响。另外，[56]针对具有 10 年以上经验的同传、交传和非语言专家组

别对比研究发现，在双耳分听(dichotic listening)实验中，交传专家对于自己名字的抑制能力优于非语言专

家，而同传专家则在抑制之后的分听准确率上优于非语言专家，进一步说明交传和同传两种口译模态对

执行控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同传优势体现在记忆和监测原语和译语信息的准确性，而交传优势则体现

在抑制外界的无关干扰。因此，不同的工作模态可能会因调用不同的认知资源而形成差异性的认知优势。 

5.2. 任务相关因素 

[57]指出，双语者的认知优势可能需要较为复杂的认知任务才能测量出来。从前期研究的任务反应时

均值可以看出，即使针对同一个执行功能，有些任务的难度明显高于另外一些任务。例如，虽然都是测

量抑制功能，但是 stroop 任务的反应时均值就远高于 anti-saccade。这也可能解释为什么前期研究会在不

同任务上会出现不同的结果[25]。 
再者，认知任务可能存在“不纯洁”(Task Impurity) [14]，即参与者同时使用了多项执行功能，而实

验者采集的指标可能没有精确表征该执行功能，因此，测量指标究竟应该是使用准确率、还是反应时或

减法效应值，这也是前期文献出现混合结果之后应该考虑的重要因素。 
同时，[58]发现，被试在执行任务时可能会进行策略性的认知取舍，例如牺牲准确率以换取更快的反

应时。[59]发现当任务可以同时调用抑制或转换功能的时候，被试可能会根据个人偏好或测试环境在稳定

性(抑制)/灵活性(转换)之间进行认知策略的取舍，导致实验者的既定指标无法体现被试的认知表现。 

5.3. 口译经验与实验任务的交互效应 

口译经验和任务类型的交互效应意味着不同口译经验的被试可能需要匹配不同难度的实验任务。例

如，[28]发现，对于研究生阶段的口译学生来说，难度更高的任务更能呈现他们的抑制优势；但[33]发现，

对于本科阶段的口译学生来说，难度更低的任务更能呈现他们的转换优势。 
同时，[55]发现，口译水平(经验)对语言广度任务有中度到高度的调节效应，对数字和字母广度任务

中有中度效应，而对非语言广度任务则无效应，因此，“口译经验倾向于提高与语言相关的记忆广度”

([54], p. 11])。[60]认为，实验任务与传译过程相似度越高，越容易出现迁移优势。[61]发现职业同传比双

语者具有更快的翻译速度和双语流畅性，但在词语阅读和图片命名等非专业领域则无优势。 

6. 未来研究方向 

作为即时和即席双语任务，口译的认知补充要求高[62]，认知负荷大[63]，好比“走钢丝”[64]，需

要协调(理解、传译、表达、监控和修正等任务)精力分配[65]，能在语言控制、加工控制和语境控制等方

面高强度地锻炼认知系统[15]，而且译员需要通过大量集中(focused)和分散(divided)的注意力控制

(attentional control)来完成语言控制和加工控制的自动化[66]，因此，口译员能够形成相应认知优势应该是

有效的假设。 
但目前研究在抑制、转换和更新三大执行功能中都没有产生确凿无疑的译员执行控制优势证据，主

要原因是因为译员组内存在大量与口译经验、口译水平、口译模态等因素相关的异质性；同时实验任务

存在多样性，而且实验任务与口译经验之间可能存在不匹配性。 
因此，未来研究应突破已有量化证据在研究设计上的缺陷，加强对口译经验、任务难度以及二语和

人口等干扰因素的控制，确认译员认知优势出现的关键调节变量，为译员认知过程提供更加充分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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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鉴于口译经验中大量的语言、加工和社会语境控制需求，未来的译员认知控制研究不仅会对心理

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做出积极贡献，而且有助于厘清口译经验与执行控制之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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